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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朱學之所以能影響中、日、韓思想數百年，朱子門人是其主因之一。然而，朱子思想深受重視，以致門人多淪為配角，使研究受到束縛。本文舉南康朱子學派的李燔、黃灝為例，以共時性的觀點來看，兩人受到朱熹不同程度的沾概，也因為兩人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和求學經歷，對朱子學的開展與傳播貢獻也各有特色。擴而言之，李燔與黃灝思想的內在邏輯依舊映照朱子本色，而在朱學系譜中彼此對話，相互輝映，顯現地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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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	前言
一個學派的傳播、發揚，都有賴於弟子及再傳弟子的不斷詮釋，方能使之不致衰微、湮沒。朱學之能影響中、日、韓思想數百年，則朱子門人是其主因之一。​[1]​誠如陳榮捷先生《朱學論集》所言：

朱子門人有系統之記載者首為明代戴銑《朱子實紀》十二卷，卷八列朱子
門人，次有明代宋端儀《考亭淵源錄》二十四卷，參考史傳方志，並引《朱
子語類》。依朱子《伊洛淵源錄》之例，以師承、朱子同時友人，及門人
為次；卷六以下皆朱子門人。略與《考亭淵源錄》同時者有朝鮮李滉的《宋
季元明理學通錄》九卷。清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三百卷，以卷283至285
列朱子授易、傳詩、傳禮弟子，只舉職銜、姓名、字里，限於傳經，無事
蹟，亦非朱門全貌。稍後有張伯行改訂明朱衡的《道南源委》六卷，卷三
與四包括朱子門人若干，又附朱子弟子無事實可考者十九人。然限於閩，
非全面也。萬斯同(1683-1702)的《儒林宗派》於乾隆三十八年(1773)重
刻，由周至明，專列各代儒林派別。第九卷為朱門建安建陽兩派數代傳授
表，第十卷表列朱門不屬任何學派之人，單舉姓、名、字號、諡號。《宋
元學案》卷49為晦翁學案，末有晦翁門人表，只舉官職、姓名、字號；
卷69為滄洲諸儒學案，皆朱子直傳弟子，各具一傳，並摘語文錄，或詳
或略。​[2]​

朱子龐大的思想體系並非少數後繼者所能傳承、發揚的，分化為必然趨勢，卻也使朱學更完善充實。如江西、安徽、福建等朱子學派，皆可見朱子對各地區的影響，學者對此進行討論，不但能增加對各地歷史的了解，且可累積研究成果，使朱子學研究更為豐盈。如鄒永賢主編的《朱子學研究》​[3]​中即對此有所涉及；又如李才棟的《江西古代書院研究》​[4]​與《白鹿洞書院史略》​[5]​，兩書探討江西書院的特點、起源及官學化，藉此觀照書院的發展現象與朱學的影響；周茶仙、胡榮明的《宋元明江西朱子後學群體研究》​[6]​則對江西朱子學發展的地域家族性、思想傳統、交融嬗變進行探討，除了考察宋元德興地區外，亦討論陳文蔚與信州朱子學的傳播、介軒學派的形成與特點，饒魯、吳澄等人之學；汪銀輝〈朱熹理學在徽州的流傳與影響〉​[7]​、〈朱熹理學與徽州〉​[8]​，以及周兆茂〈論朱熹思想在徽州的流傳與影響〉​[9]​等文則探討朱子與門人在徽州的活動與理學傳播的關係；而在高令印〈朱熹與福建文化〉​[10]​與〈朱熹與中國文化重心南移：武夷文化說〉​[11]​二文中，前者敘述閩學源流，並討論福建門人與學者所形成閩學是福建文化興盛的直接原因，後者則主張以朱子學為中心的武夷文化在歷史過程中由南而北、由西而東，成為東亞文明的重心。此外，高令印與陳其芳合著的《福建朱子學》​[12]​，把以朱子為代表的閩學作為核心部分而提出福建大文化的概念。鑒於一般只把閩北當做朱子學的發源地，特別強調被稱為「閩學開宗」之地的閩南。​[13]​ 凡此，皆可看出朱子學的多種面向。
朱熹在淳熙六年(1179)知南康軍，相關記載可見《宋史》卷429〈朱熹傳〉：「(淳熙)五年(1178)史浩再相，除知南康軍，降旨便道之官，熹再辭不許」，亦可見《朱子年譜》：「五年戊戌，四十九歲，秋八月，差知南康軍，辭」、「冬十月，有旨，不許辭免，復辭請祠」、「十二月，省劄，趣之任」、「六年己亥，五十歲，春正月，復請祠，二十五日啟行，候命於鉛山」、「二月，復請祠」、「三月，省劄，復趣行，是月晦赴上」​[14]​。在《朱文公文集》卷85〈南康軍到任謝表〉：「臣已於淳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，交劄職事訖者」​[15]​，八年(1181)「三月，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，待次」、「閏三月二十七日，去郡東歸」，可見朱子從六年履任，到八年卸任，在任二年。又，朱子的〈與袁寺丞書〉：「鄙性伉直，不能俯仰，所以忍飢杜門，不敢萌仕進意。今行年五十，乃復變其所守，為此睢盱以求茍免於譴辱，中夜思之，既以自愧。而當其俯仰之時，大悶不聊，深恐不能自抑，而忽發其狂痴，此四當去也。」​[16]​朱熹知南康軍時，未就任前辭者四，不得已而赴任，兩年中以疾請辭者五。​[17]​
學者對朱熹知南康軍時，朱子門人的相關研究不多，可資參考的有胡迎建〈朱熹在南康軍〉​[18]​與程光裕：〈朱熹知南康軍時之治績〉​[19]​二文，前者從講求荒政、勸農、整頓吏治、化育人才、學術研究等五方面介紹朱子知南康軍的治績；後者亦將焦點置於朱子治績上，考述朱子知南康軍時詢訪民情、勸喻布政等政績。此外，宋晞的〈朱熹的政治論〉​[20]​則闡述朱子的政治見解與治績：分別論及朱子任同安主簿、知南康、浙東倉、知漳州、知潭州時的成就，並分論朱子修君德、立綱紀、罷和議等主張。又，陳榮捷《朱子門人》與孟淑慧《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》​[21]​則對朱門弟子有所涉及。本文選擇較少學者研究的南康朱子學派為討論對象，以同列於《宋史‧道學四》​[22]​的李燔與黃灝為例，闡述在朱子的「理一」世界下，與「分殊」的互動交融的關係。
2、	生平介紹
(1)	李燔
李燔(1156-1225)，字敬子，南康建昌人。少孤，依舅氏。光宗紹熙元年(1190)，時年二十八歲，高中進士，曾任岳州教授、襄陽府教授。紹熙三年(1192)，朱子於建陽築考亭書院，不喜官名，九江蔡念成​[23]​稱其人「心事有如秋月」​[24]​。其後辭官隨朱熹講學：

      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，且曰：「致遠固以毅，而任重貴乎弘也。」燔退，以
      「弘」名其齋而自儆焉。至岳州，教士以古文六藝，不因時好，且曰：「古
      之人皆通材，用則文武兼焉。」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，辟射圃，
      令其習射；稟老將之長於藝者，以率偷惰。以祖母卒，解官承重而歸。改
      襄陽府教授。復往見熹，熹嘉之。​[25]​

李燔講學受到時人崇敬，朱熹曾令向其問學之人，先向李燔請教，等有所發，再從朱熹，朱熹甚至有言：「燔交友有益，而進學可畏，且直諒樸實，處事不苟，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。」​[26]​可見李燔深得朱熹思想精要。五十三歲時，受朱熹之子朱在邀至白鹿洞書院講學。南宋寧宗慶元二年(1196)，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，道學被視為偽學逆黨，為慶元黨禁​[27]​。黨禁後，朱熹學說被禁，門人多遭迫害，李燔回地方教學，詔訪遺逸，九江守以李燔薦，但他未赴召，於是九江守請他擔任白鹿洞書院堂長，「學者雲集，講學之盛，它郡無與比」​[28]​。此外，李燔曾擔任江西運司幹辦公事，不但平撫萬安洞寇​[29]​，又修繕贛江河堤，使該地成為沃壤​[30]​，由此可見政績。
    李燔曾擴建白石書院，桃李芬芳，七十歲逝世。紹定五年，史臣李心傳向宋理宗推薦李燔，稱「燔乃朱熹高弟，經書行義亞黄榦，當今海內一人而已。」​[31]​，可惜理宗並未聽從建議置講筵，無法有裨聖學。李燔被列為「滄洲大儒第一」​[32]​，朝廷在他逝後的二十二年贈予諡號「文定」，據《史記》、《史記正義》所載，諡號文定之人合乎「經緯天地、道德博厚、勤學好問、慈惠愛民、愍民惠禮、賜民爵位；大慮靜民、純行不爽、安民大慮、為民清正」​[33]​等特質。其人著作散落，於《朱子語類》、《宋元學案》中未有完整著作，《全宋詩》則存詩一首，〈題竹齋指南詩〉：「元量清標酷似僧，詩情畫意兩相承，於今自有高人處，不尚空窗尚巽升。」。
(2)	黃灝
    黃灝，字商伯，南康都昌人。「幼敏悟強記，肄業荊山僧舍三年，入太學，擢進士第。教授隆興府，知德化縣，以興學校、崇政化為本。歲饉，行振給有方。王藺、劉穎薦於朝，除登聞鼓院。」​[34]​，光宗即位後，遷太常寺簿，且因禮教廢闕，因此特別參考司馬光、高閌等人著作，施行冠昏喪葬儀等制度。《宋史》對其為官有如下記載：

除太府寺丞，出知常州，提舉本路常平。秀州海鹽民伐桑柘，毀屋廬，莩
殣盈野，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，而州縣方督促捕欠，灝見之蹙然。時有旨
倚閣夏稅，遂奏乞並閣秋苗，不俟報行之。言者罪其專，移居筠州，已而
寢謫命，止削兩秩，而從其蠲閣之請。

之後，歸里隱居的黃灝，對於改廣西轉運判官與移廣東提點刑獄，皆告老不赴。相關事蹟見於《宋史》卷430、《宋元學案》卷69〈滄洲諸儒學案〉、卷97〈慶元黨案〉。
3、	對朱子學傳播的貢獻
南康即今江西省贛州市，古稱南野。秦、漢時名「南埜」；三國時因「地接嶺南，人安物阜」，而得名「南安」；西晉太康元年(280)始置南康縣。淳熙六年(1179)三月，朱熹就任知南康軍，到任之初，頒布〈知南康榜文〉，首言：「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，付畀民社之意，固將使之宣明教化，寬恤民力，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。」​[35]​，且首揭三項：「一、以役繁稅重，求所以寬恤之方；二、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，使修孝弟忠信之行；三、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」​[36]​可見朱子注重寬恤民力、敦厚風俗、培育人才。現今《文集》及《別集》中共有朱熹救荒時所公布的約束、曉諭等榜文八十四道，詳細規範各種救荒事宜。​[37]​不但解決百姓苛捐雜稅的問題，並力圖端正風俗，解決當地世風日下、道德淪喪的問題，並大力興辦學校。
除此之外，朱熹派人訪查白鹿洞舊址，並撥款重建了書院​[38]​，藉以實現其教化理想，又遍搜江西諸郡書籍文字以充實藏書，購置日產以供辦學之用。書院得到朝廷的認可，教學活動由朱熹親自主持。在當時官學的體制與學風上，士子多追求科考中舉、高官厚祿，朱子欲改正此弊病，訂立《白鹿洞書院揭示》，以人倫道德為主要教育目的，體現儒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人際關係準則。第一條：以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」為「五教之目」；第二條：以《中庸》所提出的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為「為學之序」；第三條：以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懲忿窒欲，遷善改過」為「修身之要」；第四條：以「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為「處事之要」；第五條：以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為「接物之要」。名列《宋史‧道學傳》的李燔與黃灝，同處南康，亦努力改善當地弊病，並在一定程度上受朱熹影響。以下則分就兩人貢獻加以論述：
(1)	李燔：重視教育，強調書院精神
南宋淳熙二年(1175)，朱熹、陸九淵應呂祖謙之邀，於江西鵝湖之會，期間辯論有如風雷鼓蕩，吸引眾多學子。受此時代氛圍影響，李燔中進士後，放棄官職，從學朱子。李燔以朱子為榜樣，一生不求功名，官爵對他如浮雲，一心向學、講學，其人態度可觀《宋史》如下文字：

燔嘗曰：「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，方為功業，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，
即功業矣。」又嘗曰：「仕宦至卿相，不可失寒素體。夫子無入不自得者，
正以磨挫驕奢，不至居移氣、養移體。」因誦古語曰：「分之所在，一毫
躋攀不上，善處者退一步耳。」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，不為動，被服布
素，雖貴不易。入仕凡四十二年，而歷官不過七考。居家講道，學者宗之，
與黃榦並稱曰「黃、李。」

李燔主張若能依據能力造福百姓，則不見得等「仕宦有位」，仍能建功立業。然而，當他擔任地方官時，亦頗有政績，如「又念社倉之置，僅貸有田之家，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，遂倡議裒谷創社倉，以貸佃人」​[39]​，此乃受朱子影響，推行社倉制度，用以存豐補欠，改進糧食發放，嘉惠農民。正如梁庚堯《南宋的農村經濟》​[40]​所言：「南宋社倉廣布於福建、兩浙、江東、湖南、湖北、淮南、廣南各地，可說是幾乎遍及宋各區，而各社倉的倡導人，如李燔、張洽、趙師復等都是朱熹的門人。」此外，李燔教學內容與方法承襲朱熹，以經書、史籍、諸子百家等為課程內容，充份展現出對教育的熱切與朱學的推廣。李燔對南宋以後的儒學影響巨大，有不少傑出的門人，如魏了翁​[41]​、饒魯​[42]​、趙葵​[43]​、宋斌​[44]​、許仲明​[45]​等人。
在朱熹逝世，當時為其送葬遭到禁止，但李燔等門生仍然出面主持葬禮。寧宗嘉定九年(1216)黃榦經過南康探訪同門諸友，曾感慨朱熹去世後，思想受打壓，學說幾近斷絕，惟獨南康李燔等人傳播朱學：

      向來從學之士，今凋零殆盡。閩中則有潘謙之、楊志仁、林正卿、林子武、
      李守約、李公晦；江西則甘吉父、黃去私、張元德；江東則李敬子、胡伯
      量、蔡元思；浙中則葉味道、潘子善、黃子洪，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。​[46]​

朱熹生前重建白鹿洞書院，其意義不只是恢復前代的遺跡，更重要的是能實現推廣並闡明儒學人倫教化的理想。如〈知南康榜文〉有云：「一按圖經，白鹿洞學館，雖起南唐，至國初時猶存舊額，後乃廢壞，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。」朱子在〈白鹿洞牒〉、〈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事件狀〉、〈辛丑延和奏劄〉中提到廬山一帶佛老觀寺極多，殄棄彝倫，談空說幻，而南康軍只有官學三所，三綱五常之教微弱，故希望藉由重建書院推廣禮義，而李燔則繼而從之。嘉定十一年(1218)時，李燔與黃榦、陳宓講學「乾」、「坤」二卦。​[47]​寶慶二年(1226)，李燔在知南康軍曹豳的支持下，擴建白石書院，且於白鹿洞書院使朱熹學說再度興盛，強調循序漸進、格物致知的書院精神。凡此，都可看出自朱熹逝世後，李燔率領南康學子，朝乾夕惕，傳播及研究儒學思想。

(二) 黃灝：宣揚理學，補救禮教廢闕
黃灝為朱子門人，「再調隆興府教授，訪禮賢士，訓勉諸生，增創齋舍，學政大舉。當路賢而交薦。知德化縣，首興縣學，葺濂溪周敦頤書堂，凡關於教化者，孜孜行之不倦。」​[48]​黃灝於淳熙六年(1179)在隆興府學建周敦頤祠，寫信給朱熹，請求朱熹述周氏之學要義以啟後學，並記建祠始末。因周敦頤曾任職南康軍，故朱熹設周敦頤及先賢祠堂興教善俗，並以二程配享，請張栻作祠記、提倡道學​[49]​。由於朱子對碩學名儒之祠詢究審美，因此允黃灝所請，撰〈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〉。而且，建祠亦是為了嚴整軍學，同時釋奠典禮，又，朱熹曾向黃灝借祭器、祭服，想依倣製造，可惜未成，書信如下：「某欲借盛府祭器、祭服，依倣製造。有牒上幙府書懇府公，更望一言之助，使必得之為幸。或恐有大不可攜者，得令人畫圖，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，亦幸也」；「祭器尤荷垂念，但其月日已迫，未及製造，亦有事力所未及者，且復專人納還，幸付主者。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。」​[50]​，關於「禮」，朱熹看法可見以下引文：

      問：「先生昔曰：『禮是體』，今乃曰：『禮者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
      則』，似非體而是用。」曰：「公江西有般鄉談，才見分段子，便說道是
      用，不是體。如說尺時，無寸底是體，有寸體不是體，便是用；如秤，無
      星底是體，有星底不是體，便是用。且如扇子有柄，有骨子，用紙糊，此
      便是體；人搖之，便是用。」

從「天理之節文」可看出禮是形而上的；「人事之儀則」則禮是形而下的，因此，禮兼具形上形下，同時溝通天人。朱子以尺、秤、扇為喻，闡述禮兼備體用。不但是應該如此的道理，亦為權衡之標準。是故，禮既有做為「節文」之「用」，又有做為「儀則」之「體」二種屬性。因此，除了祭禮本身外，祭器、祭服等亦為禮的一部分。除了建祠外，黃灝對理學問題也多所關心，從朱子與他的書信往來可看出對理氣問題的探討​[51]​。
淳熙七年(1180)，黃灝刻朱子所著《語孟要義》一文於府學，朱子為之作〈書語孟要義序後〉。朱熹並為《黃氏家譜》作序，贈題匾「親親義理」，後人加柱聯「聖學千年統，家傳三字符」以配。朱子亦曾為黃灝之父黃唐發寫墓誌銘，可見交情。
此外，南康軍學士風不振，由於主要目的還是在科舉，因而令人欲振乏力：

  比年以來，士風衰敝，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，大比應書，人數亦少……  
  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，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，以至於此。今請鄉黨父兄
  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，遣來入學，陪廚待補，聽講供課。本軍亦一
  面多方措置，增置學糧。當職公務之餘，亦當時時詣學，與學官同共講說
  經旨，多方誘掖，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。​[52]​

黃灝對此情形有所了解，故朱子曾有書信請問黃灝意見，以做為施政參考：「某衰病支離，求去未得。……學中講說不敢廢，近亦頗有能問者。兩邑亦令整葺教養，庶幾有嚮風者。敝政恐有所聞，切告垂諭，至懇至懇。」​[53]​又，朱熹積極尋訪白鹿洞遺址，後在淳熙六年(1179)十月動工，次年三月完工，行釋菜禮並開講，則委託黃灝購買田地，希望書院長久運作。​[54]​凡此，皆可見對黃灝的信賴。而在朱子知南康軍時，黃灝勸他不要過度擊強，但他忍不住疾惡之心：「警誨諄復，敢不銘佩。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，心誠疾之，故其發每有過當。今當承命而改之，然恐終不能盡去也。」​[55]​；「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，傳者必又喧沸。此事自信甚篤，絕無可疑。是非毀譽，付之眾口。」​[56]​而且，朱子不認為自己作法不當：「某無狀，居此一年有餘，率意直前，不能違道干譽，得罪於士民多矣。……示喻曲折，深荷愛念。然必欲使某餒啗虎狼，保養蛇蜴，使姦滑肆行，無所畏憚，而得歌頌之聲洋益遠近，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。」​[57]​呂祖謙亦曾勸他，但朱子回：「擊彊之戒，固知如此，鄙性疾惡，終不能無過當處。」​[58]​陸九淵亦曾批評朱子用刑過嚴：「朱元晦在南康，已得太嚴之聲。元晦之政，亦誠然有病，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。使罰當其罪，刑故無小，遽可以嚴而非之乎。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，事之當否，而汎然為寬嚴之論者，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」​[59]​
黃灝曾請求朝廷推廣禮教至民間，補救當時風俗禮教廢闕的狀況。他任太常寺簿時，曾「論今之風俗禮教廢闕，士庶之家冠昏喪祭皆不復講。請敕有司於政和新儀內掇取品官庶人冠昏喪祭儀，刊印頒降。仍許采司馬光、高閌等書，參訂行之。」​[60]​，此乃受朱子影響。高閌是四明程學的代表，是洛學發展的重要力量，亦是南宋初期對抗王安石新學的重要人物，且致力於禮學研究。在禮部侍郎任上，曾患近世禮學不明，凶禮尤甚，著有〈厚終禮〉、〈鄉飲酒儀〉，並修訂司馬光的冠禮。又，朱子著有《家禮》，最後一部分為祭禮，內容包括四時祭、祭初祖、祭先祖、祭禰、忌日祭、墓祭等。書中對司馬光《書儀》有所承襲，《家禮》採用《書儀》之處甚多，且〈通禮〉雖不像《書儀》繁複，但有許多採用《書儀‧居家雜儀》的文字；而且，朱子曾不斷請求朝廷刊印頒降士庶之家的冠昏喪祭等禮儀給民間。並曾修《家禮》、增刪〈呂氏鄉約〉，但仍未能推展至庶民階層，而是透過宣布教條，刊刻勸諭榜文，勸諭儒學人倫道德。
黃灝不但當朱熹守南康時，「執弟子禮，質疑問難。」在朱熹逝世時，「黨禁方厲，灝單車往赴，徘徊不忍去者久之。」​[61]​足見重情。在南康，禮教所面對的不是形式化的危機，而是亟待重建形式，因此，重視古禮的黃灝即擔負責任，既強調禮的形式，也重視禮的內涵。

4、	結語
    本文以南康朱子學派的李燔、黃灝為例，兩人受到朱熹不同程度的沾概，也因為兩人有著各自不同的性格與生活際遇，對朱子學的開展與傳播貢獻也各有特色。擴而言之，從不同方面傳播朱子學，顯示南康朱子學不同於福建或其他朱子學派之特色，也因應當地有待重建秩序的問題。此外，李燔與黃灝思想的內在邏輯依舊映照朱子本色，而在朱學系譜中彼此對話，相互輝映，顯現地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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